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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效应分析
 

王兆林 1,2，鄂施璇 2※，陈军利 2 
（1.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 

2. 重庆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三峡库区是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而组成的独特的移民与生态敏感地理单元，库区农村居民点因受自然条件影响及

人类活动的双重扰动，具有利用形态特殊性和驱动机制复杂性等特征。该研究基于人地关系视角，构建分析框架，采用

核密度、Tapio 脱钩模型和对数平均迪式指数分解法（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分析三峡库区 1980—2019

年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脱钩及驱动因素，揭示了库区人口变动与农村居民点演变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

1）近 40 年来，库区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趋势相反。1980－2019 年间，三峡库区农村人口持续减少，近 40

年净减少 714.75 万人，同期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净增加 11 992.88 hm2，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增加主要来源于耕地占用。

2）研究区衰退负脱钩和强负脱钩是农村居民点和农村人口动态变化的主要状态，1990－2000 年及 2000－2010 年农村人

口和农村居民点的强负脱钩区县数比 2010—2019 年和 1980—1990 年多，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

不减反增趋势明显，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规模严重失衡。3）城镇化效应和利用集约度效应为增量效应，正向促进了农

村居民点规模的扩张，而城乡人口结构效应是抑制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的主导因素，区域总人口效应在 1980－1985 年间

与 2000－2019 年间促进了农村居民点扩张，1985－2000 年间抑制了农村居民点扩张，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主要受居民

点集约利用粗放的影响，区域总人口效应为减量效应的区县主要位于中部及东部区县，明显受库区移民使人口流出的影

响。研究结果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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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全球来看，发展中国家城镇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由

于城乡之间的机会差异，导致农村居民向城镇迁移，由

此造成了农村人口减少，进而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闲置、

废弃等低效利用问题[1-3]，该问题在转型期的中国显得尤

为突出，特别是在生态脆弱区域，农村居民点因受自然

条件影响及人类活动的双重扰动，无论是形态特征还是

利用程度都有其独特性，成为中国国土空间治理的重点、

难点区域。三峡库区是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独特地理单

元，生态环境敏感，加上三峡工程建设的移民，使得这一

典型移民区和生态敏感区的人地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4-6]。

因此，探索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农村人口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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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驱动效应，是平衡三峡库区城乡土地资源和优化国土

空间格局的关键突破口。 

人口因素是驱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重要人文因

子，尽管已有研究也开始聚焦农村人口变化与农村居民

点演变关系[7-10]，主要采用核密度法、重心迁移、空间自

相关以及景观格局等方法，揭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

征及演变规律[11-14]，但理论界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更多基

于空间相关性，限于研究方法，没有真正厘清两者耦合

问题。从驱动机制研究来看，已有研究认为农村居民点的

布局多是由海拔、坡度及河流等空间属性的不同和城镇化

进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等时间属性的差异[15-19]所驱动，但对

基于农村人口迁移因素的驱动分解关注不足。研究方法

上，现有研究多数采用定性分析或是定量回归分析等相关

性分析模型[20-24]，该类模型虽能探寻影响因素，但是对于

影响因素驱动机制的深层次效应研究受限。从研究区域来

看，已有研究区域涵盖了平原、山丘等地区[25-26]，但基于

人地关系视角，针对库区这类受人类活动剧烈扰动的生态

敏感区的居民点演变及驱动机制关注较少。 



农业工程学报（http://www.tcsae.org）                                2022 年   

 

274 

鉴于此，本文以三峡库区独特地理单元的农村居民

点与农村人口演变脱钩特征及驱动效应为选题，基于近

40 年的时间跨度，探讨农村人地变化关系视角下农村人

口与居民点用地演变脱钩及驱动效应。本研究主要思路：

首先，分析 1980－2019 年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与农村人

口时空变化，进而采用 Tapio 脱钩模型计算 1980－2019

年三峡库区农村人口与居民点变化的脱钩程度及空间差

异。最后，运用扩展 Kaya 恒等式建立农村居民点规模变

化的因素分解模型，采用对数平均迪式指数分解法

（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定量测算各

驱动效应对农村居民点规模变化的贡献度，探索三峡库区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驱动机制。 

1  研究区概况 

三峡库区位于中国西南部，地处 106°20′－110°30′E，

28°32′－31°50′N 的长江上游下段，涉及范围包括湖北省

4 个区（县）和重庆市 22 个区（县），是一个受回水及

三峡工程影响的独特地理单元。库区的地貌结构复杂，

以山地、丘陵为主，是中亚热带湿润地区[12]。截至 2019

年，三峡库区常住人口 2 118.52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

624.62 万人，占 29.48%；1980－2019 年由于库区移民、

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等影响，近 40 年库区农村人口由

1 339.37 万人，减少至 624.62 万人，年均减少率达到

1.98%。2019年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2.15万hm2，

由于农民“建新不拆旧” “一户多宅” “超面积使用”

等原因，1980 年以来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不断增加，

由 1980 年的 0.95 万 hm2，增长到 2019 年的 2.15 万 hm2，

年均增长率达到 2.1%。1980 年以来，三峡库区农村人均

居民点用地面积也呈现增长趋势，由 1980 年的 7.13 m2，

增长到 2019 年的 34.50 m2。1997 年重庆直辖以来，三峡

库区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率由 10.74%，快速提升到

2019 年的 42.85%，农业转移人口迅速，由此剧烈改变着

库区居民点用地形态、用地方式和效率。 

 

1.渝中区  2.大渡口区  3.江北区  4.沙坪坝区  5.九龙坡区  6.南岸区    
7.北碚区 
1.Yuzhong district  2.Dadukou district  3.Jiangbei district  4. Shapingba 
district  5.Jiulongpo district  6.Nanan district  7.Beibei district 

 
 

图 1  研究区位置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2  研究方法、理论及数据 

2.1  研究方法 

2.1.1  核密度分析 

为深入探究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本

文引入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进行分析。

核密度分析工具用于计算要素在其周围邻域中的密度，

既可计算点要素的密度，也可计算线要素的密度。它的

原理为借助一个移动的单元格（相当于窗口）对农村居

民点要素在其周围搜索半径中的密度进行估计，采用复

杂的距离衰减函数测度农村居民点局部密度的变化情

况 ， 以 此 探 索 其 空 间 分 布 的 热 点 区 域 ， 常 用

Rosenblatt-Parzen 核估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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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为核函数； ix x- 表示估计点 x 到样本 ix 处的距

离， n 为图斑数；h>0，为搜索半径。其中， h 的选择对

于计算结果影响很大，h 值增加，密度的光滑度上升，h

减小时，密度变化凹凸不平。在实际的应用中，需要对 h

值进行多次试验，寻找与实践情况吻合度较高的核密度

曲面。 

2.1.2  Tapio 脱钩模型 

为测度研究区农村居民点与农村人口时空变化的耦

合状态，本文采用 Tapio 脱钩模型进行测度。Tapio 脱钩

模型可依据二者的弹性变化值将脱钩状态划定为多种类

型，并有效避免因基期选择而引起的不稳定[27-28]。计算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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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φL，P 为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变化的脱钩弹

性指数；L 和 P 分别为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的基期

数值；ΔL 和 ΔP 分别为现期与基期差。  

参考已有关于 Tapio 脱钩类型的划分以及脱钩模型

的应用[29-30]，Tapio 以 0.8 和 1.2 为依据，将脱钩程度划

分为 8 种类型，分别为强脱钩、弱脱钩、衰退性脱钩、

强负脱钩、弱负脱钩、扩张性负脱钩、衰退性耦合以及

扩张性耦合[31-33]。但实际上，农村人口随着城镇化的加

速推进而逐渐减少。据此，参考已有研究，进一步将负

脱钩类型细分为增长负脱钩、衰退负脱钩以及强负脱钩 3

种类型（表 1），负脱钩由Ⅰ到Ⅵ不断加剧，以反映农村

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的动态脱钩变化程度[33-34]。 

2.1.3  扩展的 Kaya 恒等式 

Kaya 恒等式是用来分析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主流分析

方法[27-29]，本文借用刘书畅等[33]的研究，尝试运用改进

的扩展 Kaya 恒等式，研究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

的驱动因素。具体从城乡人口结构、区域总人口、农村

居民点利用集约度以及城镇化效应方面构建农村居民点

用地变化的驱动因素分解模型，计算式如下： 

 0 1

0 1

P PS
S P I T U P

P P P
= · · ·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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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 表示农村居民点总面积；I 为农村居民点集约度，采

用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表示；T 为城乡人口结构，由农村人

口规模与城镇人口规模之比表示，U 为区域城镇化水平；

P0表示农村人口，P1表示城镇人口，P 为区域总人口。 

表 1  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脱钩状态判定标准 

Table 1  Delineation of the degree of decoupling between rural 
population 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hange 

脱钩状态 
Decoupling 

state 

编码 
Coding 

农村居民点

面积增长率 
Growth rate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农村人口增

长率 
R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脱钩弹性值 
Decoupling 

elasticity 
value 

状态解释 
Explanation of 

status 

Ⅰ ＞0 ＞0 (1.2, 1.4) 
Ⅱ ＞0 ＞0 [1.4,1.6) 
III ＞0 ＞0 [1.6,1.8) 
Ⅳ ＞0 ＞0 [1.8,2.0) 
Ⅴ ＞0 ＞0 [2.0,2.2) 

增长 
负脱钩 

Incremental 
negative 

decoupling 
Ⅵ ＞0 ＞0 [2.2,∞) 

农村居民点

面积增加快

于农村人口

增加 

Ⅰ ＜0 ＜0 [0.6,0. 8) 
Ⅱ ＜0 ＜0 [0.4,0. 6) 
III ＜0 ＜0 [0.2,0. 4) 

衰退 
负脱钩 

Regressive 
negative 

decoupling Ⅳ ＜0 ＜0 [0,0. 2) 

农村人口减

少快于农村

居民点面积

减少 

Ⅰ ＞0 ＜0 [-0.2,0) 

Ⅱ ＞0 ＜0 [-0.4,-0.2) 

III ＞0 ＜0 [-0.6,-0.4) 

Ⅳ ＞0 ＜0 [-0.8,-0.6) 

Ⅴ ＞0 ＜0 [-1,-0.8) 

强负脱钩 
Strong 

negative 
decoupling 

Ⅵ ＞0 ＜0 [-∞,-1) 

农村人口减

少，农村居民

点面积增加 

 

2.1.4  LMDI 模型 

为分析三峡库区农村人口与居民点用地脱钩效应，

采用 LMDI 分解法的加法形式以及扩展的 Kaya 恒等式，

从城乡人口结构效应、农村居民点利用集约度效应、城

镇化效应以及区域总人口效应 4方面建立基期到第 t年的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总效应，运用扩展的 Kaya 恒等式

和 LMDI 模型对农村居民点规模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

分解，可以实现完全分解且无残差[33]，其分解式如下： 

 tot I T U PS S S S SΔ = Δ + Δ + Δ + Δ  （4） 

式中 ΔStot 表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总效应；ΔSP为区域总

人口效应；ΔST 表示城乡人口结构效应；ΔSI 表示农村居

民点利用集约度效应；ΔSU 为城镇化效应，基于 LMDI

分解法的加法分解计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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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t 为末期农村居民点面积；S0 为初期农村居民点面

积；It/I0、Tt/T0、Ut/U0、Pt/P0，分别表示研究期末/期初人

均居民点面积、城乡人口比、城镇化率和区域总人口。

若各因素值为正，则该因素值为促进农村居民点面积增

加的增量效应；若值为 0，则无显著影响；若各因素值为

负，则该因素起到抑制作用，为负向效应。 

2.2  人-地关系视角的理论简释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居民生活空间载体，其用地规模、

布局与空间形态，受到自然因素、区域经济发展、社会

政策、规划管制等众多因素影响。理论上，在经济社会

发展初期阶段（T1），农民人口增长必然引致农村住房需

求与农村居民点面积增加，此时农村居民点面积增加快

于农村人口增加（增长负脱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转

型，由于农业效益偏低，农村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产业部

门转移，城镇化进程加快阶段，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人

口的生活载体，伴随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的减少，其

用地规模也因闲置废弃居民点退出复垦而减少，理论上，

应该呈现减少趋势（C1）。但实际上，该阶段由于受制

度、观念等因素和规划管制缺乏等影响，导致存量居民

点用地并未进行整治、整理和复垦而呈现闲置与废弃状

态，从而形成农村人口减少而居民点面积增加的局面

（T1−T2 阶段），两者呈现强负脱钩Ⅰ趋势。进一步随着

经济社会转型深入，农村人口进一步转移，此时政府通

过规划管制等措施加大了农村闲置居民点整治复垦力

度，此时农村人口与居民点两者均呈现减少趋势，且农

村人口的减少快于农村居民点面积减少（T2−T3 阶段，衰

退负脱钩）。最后阶段，针对农村人口的持续减少，农村

的衰败，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产业化等吸引城市

资本与人口下乡，形成了新的增量住房用地需求，从而引

致农村居民点面积的进一步增加（T3），此时农村人口依

然呈现转移趋势，将再次形成农村人口减少，农村居民点

面积增加的局面（强负脱钩Ⅱ）（图 2）。这种现象在中

国很多欠发达地区很普遍，不仅导致居民点用地低效利

用，同时还增大了耕地保护压力。本文正是基于特殊现象

开展三峡库区农村人口迁移与居民点用地演变脱钩及驱

动效应分析。 

 
注：C1、C2 分别代表农村居民点理论用地规模、实际用地规模；P0 为农村

人口规模。T1、T2、T3分别代表不同时点。 
Note: C1 and C2 represent the theoretical and actual scal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espectively. P0 is the size of rural population. T1, T2 and T3 represent different 
time points. 

图 2  农村居民点人-地关系变化趋势 

Fig.2  Change trend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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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涉及的 1980、1990、2000、2010 和 2019 年三

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矢量数据（1:5 万），来源于中国科学

院 资 源 环 境 数 据 中 心 的 全 国 土 地 利 用 数 据 库

（http://www.resdc.cn）。区域经济社会数据，来源于 1981、

1991、2001、2011 和 2020 年《湖北统计年鉴》、《重庆

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7－2020）》。 

首先本文提取各期土地利用矢量数据中村庄用地，

进而统计形成 5 个时点的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其

次利用核密度分别对比分析库区 1980 年和 2019 年居民

点总体分布状况，统计分析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数据转

化特征；再次基于统计数据，分析近 40 年库区农村人口

迁移变化特征；最后基于前述分析，利用 Tapio 脱钩模型、

扩展的 Kaya 恒等式和 LMDI 模型，分析三峡库区农村人

口与居民点用地演变脱钩及驱动效应。 

3  结果分析 

3.1  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变化 

3.1.1  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特征 

本文利用核密度函数，估算 1980 年和 2019 年三峡

库区农村居民点现状分布核密度图（图 3），从区域因素

看，库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总体呈现“西南-东北”减弱趋

势，密集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重庆市主城的北碚、沙坪坝、

璧山、九龙坡、巴南、长寿等区和湖北的夷陵区等区县，

主要原因是地形较为平坦。总体来看，东北方向的三峡

库区下游山区的农村居民点分布比较稀疏，尤其是武隆、

云阳、巫溪、巴东、秭归和兴山等区县，主要原因是地

形较为复杂。受地形影响，库区居民点总体呈现成片集

聚、组团分散的演变趋势，这也是我国山区农村居民点

分布的普遍规律。 

从资源因素看，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密度沿长江走

向呈现衰减趋势，离水源越近，其环境越适合人类居住

和生活，居民点分布越密集。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点的

形成与耕地资源密切相关，重庆主城区域以及重庆万州、

开州及和湖北的夷陵区耕地资源较丰富，其农村居民点

分布密度较大。 

从经济发展看，库区农村居民点呈现“西南-东北”减

弱、重庆主城区密度远大于边缘地区以及沿长江分布的

特征，与库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在西南区域并沿江分

布的特征相匹配。 

 
图 3  三峡库区 1980 和 2019 年农村居民点核密度  

Fig.3  Kernel density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in 1980 and 2019 
 

3.1.2  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变化 

从 1980－2019 年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率变化可

得（图 4），1980－2019 年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体

呈持续增长趋势，近 40 年净增加 11 992.88 hm2。1980－

1990 年及 2010－2019 年间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速分别为

6.17%和 10.54%，1990－2000 年和 2000－2010 年间研究

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率分别为 35.57%和 41.78%，农村

居民点用地变化呈加速增长趋势。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用

地增长呈现“两头低”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

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居民点用地需求较少，而近

10 年随着村庄规划编制，国家加大农村存量闲置建设用地

整治，农村闲置居民点数量呈现降低趋势。具体区县来看，

1980－1990 年间研究区 15 个区县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均处

于负增长，其他区县增长率均小于 20%，整体农村居民点

用地变化相对较少；1990－2000 年期间整体增长率都比较

高，其中万州区和忠县两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最大，增

长率分别为 134.65%和 147.83%；2000－2010 年间农村居

民点用地增长更加明显，增长活跃区主要分布在巴东县、

奉节县、石柱县、巫山县、武隆区、云阳县和秭归县，增

长率均超过 100%，农村居民点用地呈倍数增加；2010－

2019 年间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率大部分在 10%～40%间，

相对较高的地区是巫溪县，农村居民点增长率为 51.62%。 

从农村居民点转入和转出分析，由 1980－2019 年三峡

库区农村居民点演变桑基图（图 5）可得，1980－1990 年农

村居民点用地新增总量为 132.00 hm2，转出总量为

109.42 hm2，小于转入总量，农村居民点新增用地主要由

耕地转入；1990－2000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出总量为

225.36 hm2，新增总量为 3 619.18 hm2，农村居民点新增

用地较多，新增农村居民点主要由耕地转入，少部分由

林地和草地转入；2000－2010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出总

量为 2 614.13 hm2，新增总量为 8 436.67 hm2，净增

5 822.52 hm2 ，其中农村居民点用地转为城镇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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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29.11 hm2，而耕地转入 6 716.48 hm2；2010－2019 年

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出量为 97.87 hm2 ，新增总量为

2 152.09 hm2，农村居民点面积增长速度相比前 10 年稍有

放缓。总体看，近 40 年来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

主要来源于耕地转入，农民建房主要来源是占用耕地，

这为库区耕地保护带来严峻的挑战。 

 

图 4  1980—2019 年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率 

Fig.4  Growth rat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from 1980 to 2019 

 

图 5  1980—2019 年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 

Fig.5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198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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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峡库区农村人口的时空变化 

从 1980－2019 年三峡库区农村人口增长率变化可

知（图 6），1980－2019 年间，三峡库区农村人口持续

减少，净减少 714.75 万人。其中 1980－1990、1990－

2000、2000－2010、2010－2019 年 4 个时间段，库区

人口分别减少 114.88 万人、130.31 万人、265.80 万人

和 203.76 万人，其增长率分别为−8.58%、−10.64%、

−24.29%和−24.60%，近 40 年三峡库区农村人口呈现快

速减少趋势。三峡库区农村人口快速减少的原因，一方

面是库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库区腹地人口向重庆主城

区和湖北夷陵区等经济发达地区快速转移；另一方面是

库区大规模的移民导致库区农村人口的急剧下降。具体

区县来看，1980－2019 年 4 个时间段几乎所有库区区

县的农村人口呈现负增长趋势；1980－1990 年库区农

村人口负增长区域主要集中在湖北段的兴山和重庆段

的武隆和渝北。1990－2000 年库区农村人口负增长区

域主要集中在湖北段兴山和重庆段的万州、渝北和巴

南。2000－2010 年库区农村人口负增长区域主要集中

库区重庆腹地的云阳、开州、万州，同时也涉及江津和

巴南。2010－2019 年库区农村人口负增长区域主要集

中库区重庆腹地的奉节、丰都以及重庆主城周围地区。

尽管各时段库区农村人口主要转出区域存在一定差异，

但主要集中在库区东北部和西南部周边区域，主要原因

是三峡库区东北区域湖北省宜昌市经济较为发达，西南

部重庆市主城区也是发达区域。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

进，经济发达地区对周边欠发达区域农村人口“虹吸效

应”明显；除此之外，三峡库区移民也对库区农村人口

缩减产生了重要影响。 

 

图 6  1980—2019 年三峡库区农村人口增长率 

Fig.6  Growth rate of rural popula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from 1980 to 2019 
 

3.3  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变化脱钩分析 

3.3.1  农村居民点与农村人口变化脱钩特征 

基于 Tapio 脱钩模型，计算获得库区农村居民点与农

村人口变化脱钩特征（表 2）。表 2 表明衰退负脱钩和强

负脱钩是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和农村人口动态变化的主

要状态。具体看，1980－1985 年库区农村人口与农村居

民点用地均减少，但农村人口减幅更快，两者处于衰退

负脱钩状态；1985－2019 年研究区农村民点用地增加，

而农村人口减少，二者处于强负脱钩状态，农村人地关

系处于最不理想的状态，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库

区城镇化快速推进，导致库区腹地农村人口向重庆中心

城区快速转移，同时受村域规划缺位、用地管理制度执

行不严和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农村存量居民点用地规

模不降反增，由此形成了库区人地关系极不协调的局面。

具体看，1980－1990 年脱钩状态经历了衰退负脱钩→强

负脱钩的过程，由二者相和谐状态向不协调状态转变；

1990－2000 年脱钩弹性系数为−3.79 和−2.48，这一时期

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的关系表现为强负脱钩Ⅱ，农村人

口减少的同时，农村居民点快速扩张，二者处于极不协

调状态；2000－2010 年和 2010－2019 年脱钩弹性系数分

别为−1.43、−1.59 和−0.24、−0.89，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

点的关系均表现为强负脱钩Ⅰ，农村人口减少，而农村居

民点面积不减反增问题突出，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

地处于不协调状态，但相比 1990－2000 年二者关系有所

缓解。 

3.3.2 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变化脱钩状态的空间差异 

基于前述计算结果，绘制 1980－2019 年三峡库区脱

钩类型分布图（图 7）表明，1990－2000 年及 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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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库区农村人口和农村居民点的强负脱钩的区县较 2010

－2019 年和 1980－1990 年多。 

表 2  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变化的脱钩状态 

Table 2  Decoupling stat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rural 
popula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时期 
Period 

农村人口变化率 
Rate of change in 
rural population 

ΔP/P/% 

农村居民点 
面积增长率 

Growth rate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ΔL/L/% 

脱钩弹性系数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decoupling 

φL,P 

脱钩状态 
Decoupling 

state 

1980－1985 -0.94 -0.70 0.75 衰退负脱钩 

1985－1990 -0.81 0.77 -0.96 强负脱钩 

1990－1995 -0.87 3.28 -3.79 强负脱钩 

1995－2000 -1.32 3.27 -2.48 强负脱钩 

2000－2005 -2.97 4.25 -1.43 强负脱钩 

2005－2010 -2.22 3.52 -1.59 强负脱钩 

2010－2015 -3.92 0.95 -0.24 强负脱钩 

2015－2019 -1.56 1.38 -0.89 强负脱钩 

 

1980—1990 年各区县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

化的脱钩状态主要有强负脱钩和衰退性脱钩 2 种类型，

农村人地关系表现为强负脱钩的区县共 10 个，其中夷陵

区的强负脱钩程度处于Ⅳ级，相对严重，农村人口与农

村居民点增减变化趋于失衡。农村人地关系表现为衰退

性脱钩的区县共 11 个，分别为兴山、巫溪、奉节、巫山、

云阳、秭归、长寿、涪陵、武隆、江津以及渝北，这些

区县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均减少，但农村居民点表现

为小幅缩减，尚未达到合理状态。 

1990－2000 年各区县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

化的脱钩状态主要有强负脱钩、衰退性负脱钩和衰退性

耦合 3 种类型，农村人地关系表现为强负脱钩的区县共

16 个，其中兴山县的强负脱钩程度处于Ⅰ级，大渡口区的

强负脱钩程度处于Ⅴ级，而巫溪、奉节、巫山、云阳、万

州、忠县、石柱、丰都、涪陵、武隆、江津、渝北、巴

南和北碚的强负脱钩程度处于Ⅵ级，农村人口与农村居

民点严重不协调。衰退性负脱钩的区县为秭归、开州以

及长寿，农村居民点与农村人口均减少，但农村居点减

幅较慢。夷陵区的脱钩关系为衰退性耦合，农村人口与

农村居民点用地协调性减少。 

2000－2010 年各区县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

化的脱钩状态主要有强负脱钩和衰退性负脱钩 2 种类型，

农村人地关系表现为强负脱钩的区县共 18 个，其中 13

个区县处于强负脱钩程度Ⅵ级，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

严重不协调。巴南区和夷陵区的脱钩关系为衰退性负脱

钩，农村居民点表现为小幅缩减，但与农村人口尚未达

到合理状态。 

2010－2019 年三峡库区农村人地变化脱钩类型空间

分布上均呈强负脱钩状态，其中巴东、巫溪、云阳、万州、

开州、石柱及武隆的脱钩状态为强负脱钩Ⅵ级，农村人口

减少，而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增加，二者严重失衡。夷陵、

忠县、秭归、南岸、丰都、九龙坡、渝北、大渡口、沙坪

坝及巴南的脱钩状态为强负脱钩Ⅰ，强负脱钩程度有所缓和，

但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仍快速扩张，农村人地关系失调。 

 

图 7  1980—2019 年三峡库区脱钩类型分布图 

Fig.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coupling typ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from 1980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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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效应测度 

运用扩展 Kaya 恒等式，建立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规

模变化的因素分解模型，采用对数平均迪式指数分解法

（LMDI），定量测算各驱动效应对农村居民点规模变化

的贡献度，分析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变化的驱动效用。 

3.4.1  时间差异 

1980－2019 年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效

应分解结果（表 3）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点集约度在各时

期均促进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扩张，均表现为增量

效应，城镇化效应和区域总人口效应分别有 1 期和 3 期

为减量效应，其他时期均为增量效应，城乡人口结构效

应有 1 期为增量效应，其他时期为减量效应，总体来说

对农村居民点扩张有阻碍作用。 

农村居民点规模缩减最主要是受城乡人口结构效应

的影响。城乡人口结构效应分解值仅 1980－1985 年为增

量，1985－2019 年城乡人口结构效应的分解值都为负值，

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比值从 2.14 下降到 0.42。主要由

于同期城镇常住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而农村常住人口不

断缩减。可见，农村与城镇人口比值下降会促进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的缩减。 

表 3  1980—2019 年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 

效应分解 

Table 3  Driving effect decomposi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from 1980 to 2019 

时期 
Period 

ΔSI ΔST ΔSU ΔSP ΔStot 

1980—1985 215.44 47.41 -81.68 558.58 739.75 

1985—1990 214.79 -67.18 118.67 -525.68 -259.40 

1990—1995 336.25 -286.66 182.93 -34.07 198.45 

1995—2000 383.95 -440.11 485.91 -56.01 373.74 

2000—2005 580.59 -1 039.91 412.57 4.16 -42.59 

2005—2010 364.26 -199.01 489.30 1 309.63 1 964.19 

2010—2015 402.05 -47.92 165.68 418.03 937.85 

2015—2019 420.45 -129.58 298.28 636.91 1 226.07 

注：ΔSI，集约度效应；ΔST，城乡人口结构效应；ΔSU，城镇化效应；ΔSP，

区域总人口效应；ΔStot，农村居民点变化总量。下同。 
Note: ΔSI, Intensity effect; ΔST, Effect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structure; 
ΔSU, Effect of urbanization; ΔSP， Regional population effect; ΔStot,Total 
change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Same as below. 

 

城镇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居民点规模的

扩张。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呈

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现象。据统计，1980－2019 年三峡

库区城镇化率从 27.09%增长到 65.64%，农村固定资产随

着城镇化发展和建设的带动而增值，农村居民点价值逐

渐显化，农民对农村居民点用地需求旺盛。除此之外，

由于库区村民风俗习惯以及对住房质量提升的需求，部

分常年务工农民返乡对其房屋进行改造扩建，导致农村

居民点面积增加。 

区域总人口效应在 1980－1985 年间的值为正，促进

了农村居民点规模的扩张；1985－2000 年间的值为负，

区域总人口为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的负向效应；主要由

于库区大规模的移民导致库区农村人口的急剧下降，抑

制了农村居民点规模的扩张；2000－2019 年间效应值为

正，此阶段区域总人口对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起到促进

作用，其中 2000－2005 年间效应值仅为 4.16，该期间区

域总人口对农村居民点规模的影响相对较小。区域总人

口效应对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户对

住房的需求。2000－2019 年三峡库区城镇化率从 41.71%

增长到 70.52%，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导致其对农村住

宅的改造及扩建需求强烈，进而增加了农村居民点用地

规模。 

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效应在 1980－2019 年间始终为

增量效应，并且呈现波动增长趋势，促进了农村居民点

面积的增加。库区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由 1980 年的

7.13 hm2 增加到 2019 年的 34.49 hm2，可见，库区农村居

民点粗放发展，集约利用水平较低。主要由于我国村庄

规划长期缺位与宅基地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导致农民

“建新不拆旧”及用地规模大量超标，同时由于农村闲置

宅基地退出等盘活利用机制尚未系统建立，形成了库区

居民点粗放利用的局面。 

3.4.2  空间分异 

从库区农村居民点变化总效应区域分布（表 4）看，

1980－2000年间，农村居民点总面积减少的区县共12个，

分别为巫山、奉节、丰都、武隆、长寿、渝北、巴南、

北碚、夷陵、秭归、兴山以及巴东，其他区县的农村居

民点面积增加，说明三峡库区中部及西部部分区县对农

村居民点规模的管控整体好于东部地区。2000－2019 年

间，大部分区县农村居民点面积增加，农村居民点面积

减少的区县仅为巫溪、万州、丰都、渝北、巴南、江津、

北碚、江北和夷陵。可见，该时期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呈

现区域差异性扩张。 

城乡人口结构效应对各区县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出的

影响贡献度最大，且均表现为减量效应，一定程度上抑

制各区县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其中 1980－2000 年间，

巴南区城乡人口结构效应的绝对值大于其他区县，是巴

南区农村居民点规模缩减的最主要驱动因素，而巴东县

城乡人口结构效应在各区县城乡人口结构总效应中减量

作用贡献最小；2000－2019 年，江津区城乡人口结构效

应的绝对值大于其他区县，是江津区农村居民点规模缩

减的最主要驱动因素，而兴山县城乡人口结构效应的绝

对值最小，受本身农村常住人口相对较少的影响，农村

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比值对农村居点规模缩减的影响相对

较小。 

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效应在 1980－2000 年间，除长

寿区、江北区和秭归县为减量效应，其余区县均为增量

效应，2000－2019 年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效应均为增量

效应。其中万州区和沙坪坝区分别在 1980－2000 年和

2000－2019 年间的农村居民点利用集约度总效应的增量

作用中贡献最大，说明万州区和沙坪坝区人均农村居民

点面积加速扩张，农村居民点粗放利用趋势明显；而长

寿区、江北区和秭归县在 1980－2000 年间为减量效应，

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效应对农村居民点规模的扩张有一

定抑制作用，农村居民点呈节约集约利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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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效应在 1980－2000 年间均为增量效应，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扩张，其中开州区

城镇化效应最大，而秭归县、兴山县和巴东县等区县城

镇化效应值相对较小，表明这些地区城镇化效应对农村

居民点规模扩张的影响相对较弱。2000－2019 年间，除

了沙坪坝区、南岸区、九龙坡区和大渡口区城镇化效应

为减量效应，其余区县均为增量效应，其中江津区在此

阶段城镇化效应最高，而这四个区的城镇化效应对该阶

段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区域总人口效应在 1980－2000 年间，除了沙坪坝、

南岸、九龙坡、大渡口、江北和夷陵为增量效应外，其余

区县均为减量效应，减量效应的区县在该时期相对较多，

表现为大部分区县区域总人口效应抑制农村居民点规模

的扩张。2000－2019 年间，巫山、巫溪、奉节、云阳、开

州、忠县、丰都、武隆、石柱的区域总人口效应为减量效

应。整体来看，区域总人口效应为减量效应的区县主要位

于研究区中部及东部，这些区县总人口明显流出，区域总

人口的减少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居民点规模的扩张。 

表 4  研究区各区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效应分解 

Table 4  Driving effect decomposi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hange in each district and county in the study area 

1980－2000 2000－2019 区县 
Counties ΔSI ΔST ΔSU ΔSP ΔStot ΔSI ΔST ΔSU ΔSP ΔStot 

巫山 Wushan 3.80 -12.36 8.13 -1.70 -2.13 25.19 -37.35 27.89 -3.53 12.20 

巫溪县 Wuxi 3.14 -5.77 4.26 -0.79 0.84 4.13 -18.15 14.40 -2.03 -1.66 

奉节县 Fengjie 2.89 -15.24 10.54 -0.89 -2.70 19.72 -33.99 24.62 -3.24 7.11 

云阳县 Yunyang 1.48 -8.57 9.04 -1.09 0.85 33.41 -35.02 25.23 -2.79 20.83 

开州区 Kaizhou 0.01 -15.44 21.22 -1.65 4.14 21.35 -44.78 31.16 -0.58 7.15 

万州区 Wanzhou 28.11 -23.30 14.02 -3.37 15.46 17.60 -73.79 35.52 3.56 -17.10 

忠县 Zhongxian 12.94 -12.92 10.52 -1.93 8.62 18.68 -42.62 29.61 -0.51 5.16 

涪陵区 Fuling 8.66 -18.38 12.55 -2.15 0.68 24.61 -46.29 21.00 4.01 3.33 

丰都县 Fengdu 8.81 -28.01 18.14 -3.34 -4.40 11.15 -47.96 33.44 -3.52 -6.89 

武隆区 Wulong 0.35 -5.29 2.80 -1.00 -3.13 9.39 -11.20 7.83 -0.12 5.89 

石柱县 Shizhu 4.77 -11.31 11.79 -1.74 3.51 23.61 -42.08 31.23 -4.26 8.50 

长寿 Changshou -0.61 -19.63 10.27 -2.19 -12.16 23.24 -50.36 24.85 4.29 2.01 

渝北区 Yubei 7.99 -16.32 5.32 -1.90 -4.91 3.90 -50.99 17.57 20.30 -9.22 

巴南区 Banan 10.76 -36.23 16.92 -5.21 -13.76 0.37 -84.72 25.98 18.39 -39.98 

江津区 Jiangjin 21.54 -17.11 19.31 -5.88 17.86 24.95 -118.06 54.78 5.67 -32.66 

渝中区 Yuzhong - - - - - - - - - - 

北碚区 Beibei 4.42 -30.21 10.43 -0.76 -16.12 29.21 -86.59 25.14 12.76 -19.48 

沙坪坝区 Shappingba 11.82 - 17.65 0.54 - 39.62 - -2.57 23.28 - 

南岸区 Nanan 10.57 - 6.95 2.61 - 5.50 - -1.14 12.28 - 

九龙坡区 Jiulongpo 7.89 - 15.13 3.74 - 20.99 - -2.63 14.31 - 

大渡口区 Dadukou 5.27 - 1.38 1.84 - 3.86 - -0.29 4.71 - 

江北区 Jiangbei -0.04 -5.76 8.69 0.56 3.44 0.55 -17.73 1.31 4.62 -11.24 

夷陵区 Yiling 2.44 -24.69 16.39 4.64 -1.22 2.79 -64.31 34.70 -2.27 -29.09 

秭归县 Zigui -1.15 -2.69 2.05 0.25 -1.54 4.26 -5.07 3.59 -0.18 2.60 

兴山县 Xingshan 0.01 -2.86 2.37 -0.45 -0.93 2.13 -3.37 2.16 -0.31 0.61 

巴东县 Badong 0.01 -0.91 0.73 -0.08 -0.26 8.45 -7.21 5.50 -0.15 6.59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  论 

本文基于近 40 年的时间跨度，探讨农村人地变化关

系视角下三峡库区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脱钩

及驱动效应，结果表明： 

1）三峡库区 1980－2019 年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

用地变化趋势相反，三峡库区农村人口持续减少，近

40 年净减少 714.75 万人，同期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体

呈持续增长趋势，近 40 年间净增加 11 992.88 hm2，农村

居民点用地面积增加主要是占用耕地的结果。城镇化加

速推进及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面对经济发展用地需求

与耕地保护双重压力，盘活农村闲置居民点规模已成为

库区国土治理问题的关键。 

2）三峡库区衰退负脱钩和强负脱钩是农村居民点和

农村人口动态变化的主要状态。从时序变化看，1980－

1990 年脱钩状态经历了衰退负脱钩—强负脱钩的过程，

由二者相和谐状态向不协调状态转变；1990－2000 年脱

钩弹性系数为−3.79 和−2.48，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的关

系表现为强负脱钩Ⅱ，农村人口减少的同时，农村居民

点快速扩张，二者处于极不协调状态；2000—2010 年和

2010—2019 年脱钩弹性系数分别为−1.43、−1.59 和−0.24、

−0.89，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的关系均表现为强负脱钩

Ⅰ，农村人口减少，而农村居民点面积反增不减，农村

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处于不协调状态，但相比 1990－

2000 年二者关系有所缓解；从空间差异性看，库区 1990－

2000年及2000－2010年农村人口和农村居民点的强负脱

钩的区县比 2010－2019 年和 1980－1990 年相对较多。

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非但

不减少反而呈现增加趋势，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规模

严重失衡。 

3）城镇化效应和利用集约度效应为增量效应，均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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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农村居民点规模的扩张。区域总人口效应在 1980－

1985 年间与 2000－2019 年间为增量效应，促进了农村居

民点规模的增加，1985－2000 年间为减量效应，对农村

居民点规模扩张有一定抑制作用。城乡人口结构效应为

减量效应，抑制了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空间差异上，

1980－2000 年库区中部及西部部分区县对农村居民点规

模的管控整体上好于东部地区。2000－2019 年大部分农

村居民点表现为加速扩张，且各区县的差异性在不断拉

大。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扩张主要受居民点集约利用粗放

的影响；区域总人口效应为减量效应的区县主要位于中部

及东部区县，明显受总人口流出的影响，其一定程度上抑

制了农村居民点规模的扩张；城乡人口结构效应对各区县

农村居民点面积缩减的贡献度最大，且均表现为减量效

应，一定程度上抑制各区县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 

4.2  讨  论 

本研究基于人地关系视角，运用 Tapio 脱钩模型、

Kaya 恒等式和 LMDI 模型等，研究近 40 年来三峡库区农

村人口与居民点用地演变脱钩及驱动效应，为区域加强

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管理提供新方法和新思

路。通过该系列方法的集成运用，能够很好地解决以往

方法中存在的分解不完全和残差问题，而且更易于比较

各效应对农村居民点变化的作用量和贡献度。同时研究

发现近 40 年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增加主要来源

于耕地占用，库区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之间存在

显著的脱钩关系，且这种脱钩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两

者之间脱钩关系的形成，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镇

化快速推进、用地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村庄规划缺位等

综合因素作用下形成的“人地分离”“建新不拆旧”“超

面积占用”的结果。 

本研究认为三峡库区农村人口与居民点用地的脱钩

效应研究结果与刘书畅等[33]有关西部地区农村人口与居

民点用地脱钩关系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总体反映了经

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减少与居民点用地增加之间不协

调的现状。针对近 40 年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占用耕地增

长的模式，应强化村庄规划的引导，加大存量农村建设

用地整治、复垦、复绿的力度。此外，本研究也发现三

峡库区农村人口与居民点用地演变脱钩的驱动因素与我

国其他区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一方面体现

在移民因素对农村人口缩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在

三峡库区消落带和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移民搬迁可能对库

区农村人口减少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本研究仅从城乡人口结构效应、区域总

人口效应、农村居民点利用集约度效应及城乡人口结构

等效应进行了农村居民点规模变化因素分解模型的构

建，由于数据可得性及量化困难等原因，并未将政策因

素及区域经济水平纳入到分解模型进行探讨，这也是未

来深化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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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upling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settlement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s in the past 40 years and its driv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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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is characterized by ecologically sensitive, low mountains and hills in the world.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is also known as an immigration area.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s are dominated by both natural 

conditions and human activities. As a result, there are special utilization form and complex driving mechanisms in this area.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ral 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reservoir area 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an analysis framework was also constructed using the kernel density, 

Tapio decoupling model, and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LMDI) method.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was made to 

determine the decoupling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evolution from 1980 to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was the opposite change trend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he rural population 

continued to decrease, with a net decrease of 7 147 500 people over the past 40 years. By contrast,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creased by 11 992.88 hm2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ever-increasing area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mainly originated from the 

occup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by construction land. 2) The negative and strong negative decoupling from recession were the main 

dynamic changes in rural settlements and rural populations in the study area. The number of counties with a strong negative 

decoupling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rural settlements in 1990-2000 and 2000-2010 was more than that in 2010-2019 and 

1980-1990. The scal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as accompanied by a decrease in the rural population. There was an outstanding 

trend of increasing rather than decreasing. A serious unbalance was also found in the scale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3) There was the incremental effect of urbanization and utilization intensity, indicating the positive promotion in 

the scale expans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The urban-rural population structure was the dominant factor to inhibit the scale 

expans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The regional total population promoted the expans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from 1980 to 

1985 and from 2000 to 2019. Nevertheless, the expans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was inhibited from 1985 to 2000. Therefore, 

the scale expans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depended mainly on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The 

regions and counties with the decreasing effect of the regional total population were located mainly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It infers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population outflow caused by the migration from the reservoir area. 

The finding can provide the basic ideas to coordinate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for the better management of territorial space. 

Keywords: rural areas; models; man-land relationship;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ural population; decoupling analysis; driving 

effect;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